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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利用未来用地模拟(FLUS)模型预测土地利用变化, 探讨深圳市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土地利用格局的

时空演变特征。首先, 基于  2004—2018 年的历史数据, 用系统动力学(SD)模型预测未来用地需求。然后, 使

用元胞自动机(CA)模型, 基于  2014 年土地利用图, 预测  2025 年的耕地、园地、林地、草地、城镇用地、交

通用地、水域和其他用地等  8 个地类的空间分布, 并分析土地利用的动态变化。对不同时段多地类土地利用

空间格局的模拟结果进行精度评价, 得到相对可靠的精度, 说明  SD-CA 耦合模型可用于模拟复杂地类剧烈变

化地区的土地利用空间格局。预测结果表明, 与  2014 年相比, 2025 年耕地、园地、林地、草地和水域面积减

幅将分别达到  39.26%, 32.72%, 10.06%, 55.3%和  16.93%, 建设用地 (城镇用地和交通用地 )面积占比将超

过  50%。自然地类分布将更加破碎和离散, 建设用地将通过侵占生态用地持续扩张和连通。研究结果可为深

圳市土地规划和土地利用变化的生态环境效应评价提供基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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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method in the Future Land Use Simulation (FLUS) model, System Dynamics (SD) and Cellular 

Automata (CA) are used to explore the spatiotemporal change features of land use in Shenzhen City, a typical 

rapidly urbanized region. Future land use demand was obtained by using SD model based on historical data from 

2004 to 2018 for the use of spatial prediction. Then, CA model was used to predict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eight 

land types (cropland, scrub, forest, grassland, urban land, traffic land, water area, and other land) in 2025 based on 

the 2014 land use map and the dynamic change of land use was analyzed. The simulation accuracy of land use 

pattern containing multiple land types in different time periods was relatively reliable, indicating that the SD-CA 

coupling model could be used to simulate the spatial patterns of land use in regions undergoing drastic changes of 

multiple land types. It was estimated that the percentage decline of the area of cropland, scrub, forest, grassland, 

and water in 2025, would reach to 39.26%, 32.72%, 10.06%, 55.3%, and 16.93%, respectively compared with that 

in 2014. The proportion of construction land (urban land and traffic land) area would account for more than half. 

The distribution of natural land types would become more fragmented and discrete while construction land would 

be continuously expanded and internally connected by encroaching on the ecological land. The results could 

provide support for land planning and evaluation of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effects from land use change in 

Shenzhen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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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陆地表面向城市用地的转变是人类活动影

响地球生物圈最不可逆转的过程之一[1]。为满足城

市发展需要, 人类不断加大对土地的干预, 土地利

用格局变化明显加剧 , 进而影响资源的配置和生

境的变化。快速城市化引起土地利用格局和功能

演变, 引发各种生态环境响应, 包括威胁生物多样

性 [2–3]、改变气候系统和水文过程[4–5]和加速环境污

染 [6–7]等。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IGBP)和全球环境

变化人文因素计划(IHDP)于  1995 年共同发起土地

利用/覆被变化(LUCC)计划[8]。研究土地利用/覆被

变化可以为资源科学管理和生态环境监测提供重要

的本底数据[9]。对不同时空尺度的土地利用变化进

行模拟 , 有助于掌握土地利用时空格局变化特征 , 

更好地为土地利用科学规划提供支持。 

土地利用变化是时间尺度和空间尺度作用进

程的结果 , 建立模型是土地利用变化研究中的一

种定量化手段。常用的模型有自下而上的元胞自

动机(cellular automata, CA)[10–11]和自上而下的  Mar-

kov[ 12]、 系 统 动 力 学 (system dynamics, SD)[ 13]、

CLUE (conversion of land use and its effects)[14]等。

SD 模型从系统论的角度构建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因

素的信息反馈机制, 从时间维度上分析土地利用的

数值变化和发展趋势[15], 能实现土地利用系统情景

模拟 [16], 但无法反映不同尺度的土地利用空间变

化。FLUS (future land use simulation)模型通过整合

驱动因子、土地类型间竞争机制以及模型间自下而

上和自上而下的反馈耦合关系, 提高未来土地利用

变化分布的预测模拟精度 [17]。模型耦合可以克服

单一尺度和单个模型的局限性[18], 构建能够将土地

利用变化在空间和数量结构上同时再现、跟踪和模

拟的耦合模型更具现实意义[19]。 

本研究以快速城市化典型区域深圳市为例, 以

2004—2018 年为模拟历史期, 构建并验证  SD 模型, 

然后将  SD 模型预测的  2025 年土地利用数量结果通

过  CA 模型(来自  FLUS 模型的  CA 模块)分配到空间

中。沿用深圳市实际土地变更调查结果的地类分

类 , 模拟预测耕地、园地、林地、草地、城镇用

地、交通用地、水域和其他用地等  8 个地类, 并进

行模拟多地类的土地利用空间分配精度验证。通过

耦合  SD 和  CA 模型, 探索深圳市  2004, 2008, 2014

和  2025 年四期土地利用的变化动态, 期望掌握深圳

土地利用空间格局的时空变化特征, 为土地规划和

土地利用变化的生态环境效应评估提供基础数据。 

1 研究数据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深圳市是中国南部海滨城市, 总面积为  1997.47 

km2 。 位 于 东 经  113°43′—114°38′, 北 纬  22°24′—

22°52′, 东临大亚湾和大鹏湾 , 西濒珠江口和伶仃

洋, 南边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连, 北部与东莞市和

惠州市接壤 (图  1)。深圳下辖  9 个行政区和  1 个新

区 : 福田区、罗湖区、盐田区、南山区、宝安区、

龙岗区、龙华区、坪山区、光明区和大鹏新区。 

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 深圳市的土地利用格局 

 

图 1  深圳市地理位置 
Fig. 1  Geographical position of Shenz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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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深刻的变化, 土地利用类型中的建设用地急

剧扩张, 占比已逼近  50%。用地紧张已经成为制约

城市发展的瓶颈, 伴随而来的生态环境问题也日益

凸显。深圳市先后划定基本生态控制线、开展土地

规划和土地整备的实践探索, 用以应对土地变化相

关问题。但是 , 城市更新进程中的变化难以预计 , 

深圳市依然面临土地发展困境。 

1.2 数据来源与数据预处理 
将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公布的  2004—2018

年度土地变更调查数据作为  SD 模型的训练和验证

数 据 。 2004, 2008 和  2014 年 土 地 利 用 矢 量 数 据

(Shapefile 文件)沿用深圳市土地变更调查结果的分

类, 地图中的“其他土地”因在逐年变更调查数据中

无合适对应项, 且面积很小, 后续处理中不纳入模

型模拟。土地利用矢量数据源统一配准坐标系, 并

进行投影转换 , 生成单元为  10 m×10 m 的 栅格数

据。为保证土地利用模拟模型的顺利运行, 所有栅

格数据取公共部分为掩模进行提取, 保证各时段的

研究范围一致。计算适宜性概率的各类驱动因子

(如人口和  GDP 等 )来自资源环境科学与数据中心

(http://www.resdc.cn) 2015 年数据。坡度和坡向数据

基于 30 m 分辨率的 ASTGTM DEM, 在 ArcGIS 中计

算获得。 

2 研究方法 

SD 模型能够预测时间序列上土地利用类型的

数量变化 , 但无法给出空间上的变化信息。CA 模

型在微观尺度上模拟土地类型的演化选择和分配过

程 , 通过汇总得到宏观层面上的土地利用空间格

局。FLUS 模型可以在  SD 和  CA 模型的基础上整合

人工神经网络  ANN 和轮盘赌选择机制 , 用于模拟

多种因子驱动作用下的土地利用空间演化, 进而实

现在时间序列和空间上对土地利用变化信息的充分

挖掘。因此 , 本文利用  FLUS 模型软件的模块 , 将

SD 模型预测的深圳市土地利用数量需求作为  CA

模型模块的输入, 实现土地利用数据在空间上的分

配。具体流程如图  2 所示。 

2.1 系统动力学(SD)模型构建 
系统动力学将复杂系统视为具有多重信息因果

反馈机制的体系, 能够处理非线性和时变问题, 并

进行定量仿真[20]。SD 模型能够在模拟土地利用变

化的过程中分析社会经济变量的影响[21], 凭借其简

便的建模方式以及对复杂非线性系统的科学模拟 ,  

 

图 2  技术流程图 
Fig. 2  Technique flow chart 

被广泛地用于城市复合系统和土地利用变化的仿

真模拟[13,22]。 

本文基于各土地利用类型之间及其与经济因素

之间的线性回归关系, 构建用于模拟和预测土地利

用变化的  SD 模型(图  3)。在  Vensim 软件中设定时

间范围为  2004—2025 年, 时间步长为  1 年, 将  2004 

—2018 年的历史统计数据用于模型训练和校正。

在  SD 模型中, 土地利用类型被划分为耕地、园地、

林地、草地、城镇用地、交通用地和水域  7 个地

类。不同地类、水土资源和人地关系间存在时空耦

合关系, 彼此相互影响, 并趋于协调统一[23]。因此, 

本文通过构建二元回归关系, 将  SD 模型变量(城镇

用地、交通用地与经济因素, 其他生态用地与城镇

用地、交通用地)之间进行关联。二元回归关系的

构建逻辑遵循模型变量间的现实关系——城市快速

发展历经的产业结构升级, 将在土地利用结构上得

到反映[24], 第二、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额的增加扩

大对建设用地的需求[25–27], 建设用地的扩张势将侵

占 其 他 生 态 空 间 。 土 地 变 量 间 的 二 元 回 归 关 系

如下 :  

 urban 2nd 3rd

2

0.1582 0.0467 771.68

( 0.8830),

y x x

R

   


 

(1)
 

 traffic 2nd 3rd

2

0.0044 0.0039 89.52

( 0.7894),

y x x

R

   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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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深圳市土地利用变化的 SD 模型 
Fig. 3  SD model of land use change in Shenzhen 

 
crop urban traffic

2

0.03 0.7028 83.22

( 0.8122),

y y y

R

  


 

(3)
 

 scrub urban traffic

2

0.4472 0.244 563.33

( 0.9535),

y y y

R

  


 

(4)
 

 forest urban traffic

2

0.171 3.3287 769.12

( 0.9108),

y y y

R

  


 

(5)
 

 
grass urban traffic

2

0.0701 0.0141 84.36

( 0.9647),

y y y

R

   


 

(6)
 

 
water urban traffic

2

0.0456 0.673 262.78

( 0.8860),

y y y

R

   


 

(7)
 

式中, x2nd 为第二产业投资额, x3rd 为第三产业投资

额 , yurban 为城镇用地面积 , ytraffic 为交通用地面积 , 

ycrop 为耕地面积 , yscrub 为园地面积 , yforest 为林地面

积, ygrass 为草地面积, ywater 为水域面积。 

2.2 土地利用动态度 
土地利用动态度  K 用于描述研究区域某一时段

某种土地利用类型的数量变化, 反映土地利用类型

变化的幅度和速度 , 常用于预测未来土地变化趋

势[28]。计算公式如下:  

 
1

100%,b a

a

U U
K

U T


    (8) 

式中, Ua 和  Ub 分别为研究时段初始和结束时该土地

利用类型的面积, T 为研究时长。 

2.3 元胞自动机(CA)模型 
元胞自动机模型是一种时间、空间和状态都离

散, 空间相互作用和时间因果关系都为局部的网格

动力学模型 [29], 具有高度动态性和空间计算能力 , 

在地理学中用于土地利用类型转化和城市扩张过程

的可视化[30–31]。CA 模型中元胞状态的转化规则在

时间和空间上表现为局部特征, 表达式为 

 St+1=f (St, N),  (9) 

式中, St 和  St+1 分别为元胞在  t 和  t+1 时刻的状态集

合, f 为元胞转化规则, N 为元胞邻域。 

本文使用  FLUS 模型软件内置的基于自适应惯

性机制的  CA 模块。在  CA 模型的迭代过程中 , 根

据特定栅格中所有土地利用类型的组合概率和轮盘

赌机制, 将优势土地利用类型分配到该栅格中。为

反映真实情况下土地利用类型的转变方式, 通过引

入转换成本  scc→k、邻域效应 ,
t

p k 和自适应惯性系

数 Inertia t
k 来计算栅格土地利用转变的组合概率。 

 
 1

,

c
,

on

1

t
pt N N

p k k

c k
w

N N






 

 


 (10) 

式 中 , 1con( )t
pN N

c k


 代 表 上 一 次 迭 代 时 刻  t−1

时在  N×N 窗口内第  k 种土地利用类型的栅格总数 , 

wk 为不同土地利用类型间的可变权重。 

 

1 1 2

2
1 1 2

1

1
1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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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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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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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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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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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当

当

当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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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1t
kD  是宏观需求和土地类型  k 在  t−1 时刻的

栅格数之间的差值。如果  k 不是当前土地利用类型, 

那么土地类型  k 的惯性系数会设为  1, 并且不会改

变该栅格单元土地利用类型  k 的组合概率。 

 , ,TP ( , , ) Interia (1 sc ),t t t
p k p k k c kp p k t        (12) 

式中, ,TPt
p k 是栅格单元  p 在时刻  t 转换为土地利用

类型  k 的总体概率; scc→k 为土地利用类型  c 到土地

利用类型  k 的转换成本, 允许转化设为  1, 不允许转

化则设为  1。 

2.4 土地利用类型适宜性概率 
土地利用分布的采样数据用于三层神经网络

(ANN)算法的训练 , 在一期土地利用数据基础上 , 

结合多种人为和自然驱动因素, 获取研究区域内各

用地类型的适宜性概率。栅格单元  p(p, k, t)在  t 时

刻出现土地类型  k 的概率表示为 

 , net ( ),

1
( , , ) ,

1 e jj k p t
j

p p k t w  


  (13) 

式中 , wj,k 是 隐藏层 和输出层之 间的适宜性 权重 , 

netj(p, t)是神经元  j 在隐藏层的响应值。 

本文选取  1 个限制条件和  9 个驱动因子(图  4),

输入  FLUS 模型软件中基于神经网络的出现概率

(probability-of-occurrence)计算模块, 得到每个波段

对应一种土地利用类型在各个像元上的适宜性概

率。限制条件为布尔类型, 即将允许和禁止分别赋

值  1 和  0, 是“硬决策”; 约束因子为适宜性由低到高

的“软决策”[32]。将适宜值域标准化为  0~1。根据

《深圳经济特区水土保持条例》中的水土保持预防

规定设定限制条件, 即河道及水渠两侧外延  100 m

内大于  10°的山坡地、铁路和公路两侧外延  50 m 内

大于  10°的山坡地以及其他大于  25°的坡地赋值为

0。驱动因子分为人文因素和自然因素两类 , 人类

活 动 影 响 的 驱 动 因 子 包 括  GDP 、 人 口 、 城 镇 中

心 、 公 路 网 和 铁 路 网 , 自 然 地 形 驱 动 因 子 包 括

DEM、坡度、坡向和水系。其中, 城镇中心、公路

网和铁路网因子利用  ArcGIS 中的  Distance 模块进

行处理。最终将各类驱动因子统一归一化到[0, 1], 

从  0 到  1 表示距离由近及远, 数量由少到多。 

2.5 模型有效性检验参数 
为保证结果的重现性和精确性 , 对  SD 模型模

拟的各土地利用类型面积使用平均相对误差  MRE、

纳什系数  NSE 和拟合优度  R2
 三种参数进行分析。

一般地 , 当观测值与模拟值之间的相对误差小于

5%时, 认为模型是有效的。纳什系数位于−∞~1 之

间 , 越接近  1, 模型结果越可靠; 接近  0, 表示模型

结果接近平均观测值。R2
 介于  0~1 之间, 用于描述

观测值和模拟值的共线性。统计参数的计算公式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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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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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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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Si 和 S 是第  i 类指标的模拟值和模拟平均值, 

Ai 和 A 分别是第  i 类指标的观测值和观测平均值。 

本文选用  Kappa 系数和总体分类精度来反映土

地利用空间模拟的精度。总体分类精度可以直接反

映正确分类的类别像元数与总的类别个数的比值 , 

Kappa 系数表示被评价的分类与完全随机的分类相

比错误减少的比例。Kappa 系数计算结果介于−1~ 

1 之间, 越接近  1 表明模拟效果越好。0<Kappa<0.4

表明模拟精度低; 0.4<Kappa<0.75 表明模拟精度一

般; Kappa≥0.75 表明模拟精度高, 模拟结果接近实

际的土地利用空间分布情况。Kappa 系数的计算公

式如下:  

 o c

c

,
1

P P
K

P





 (17) 

式中, Po 为分类正确的结果占比, 也就是总体分类

精度; Pc 是随机情况中分类正确的结果占比; 1 是理

想情况下分类正确的结果占比。 

3 结果分析 
3.1 模型验证 
3.1.1 土地利用面积模拟验证 

表  1 列举  2004—2018 年间各土地利用类型历史

值与模拟值对比的统计参数。可以看到, 林地、草

地、城镇用地、交通用地和水域的  MRE 基本上可

以控制在  5%以内或左右, 耕地和园地的  MRE 分别

为  11.02%和  7.53%。耕地的纳什系数为负数, 其他

土地类型的纳什系数均大于  0。草地、城镇用地和

水域的  R2
 分别达到  0.99, 0.70 和  0.84, 其他土地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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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因子 
Fig. 4  Driving factors of land use change 

型的  R2
 都不理想, 尤其是耕地和林地, 原因是模型

验证的早期数据模拟效果较差。虽然模型的模拟结

果不尽如人意, 但仍然可以使用。以图  5 中耕地的

模型拟合验证曲线为例, 2009—2012 年的相对误差

达到  30%左右, 此后的模拟效果非常好, MRE 只有

2.24%。在系统动力学模型中 , 一定程度的误差是

允许的, 这是因为系统动力学模型往往被用来研究

复杂系统在时间序列上的变化。模型有效性验证的

结果显示, 该模型可以满足接下来研究的需求。 

3.1.2 空间格局模拟评价 
为评价  CA 模型空间模拟的精度 , 选取  2004, 

2008 和  2014 年土地利用数据, 将基于  2004 年土地

利用数据得到的  2008 年预测值(图  6(b))与实际值

(图  6(a))相对比, 基于  2008 年土地利用数据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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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模型验证统计参数 
Table 1  Statistical parameters of model validation 

土地利用类型 
统计分析值 

MRE/% R2 NSE 

耕地 11.02 0.04 −0.14 

园地 7.53 0.56 0.47 

林地 1.80 0.15 0.09 

草地 3.85 0.99 0.99 

城镇用地 3.84 0.70 0.61 

交通用地 5.56 0.44 0.42 

水域 1.38 0.84 0.77 

2014 年预测值(图  6(d))与实际值(图  6(c))相对比, 结

果如表  2 所示。2008 年的  Kappa 系数为  0.76, 总体

精度为  0.82; 2014 年的  Kappa 系数只有  0.61, 总体

精度为  0.73。从评价参数对比来看, 2008 年的模拟

有足够的精度, 2014 的精度相对一般。观察各年土

地利用实际分布, 发现模拟结果精度的差距主要来

自深圳市不同阶段耕地、草地、交通用地和其他用

地的变化。2004—2008 年期间, 深圳市土地格局变

化以城市扩张为主, 对两类主导地类林地和城镇用

地的分类正确度分别达  93.61%和  83.42%。2008—

2014 年期间 , 深圳市土地利用格局经历着剧烈变 

 

图 5  土地利用类型拟合验证曲线 
Fig. 5  Validation with fitting curve of land use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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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模拟土地利用图与实际土地利用图对比 
Fig. 6  Comparison of simulated and actual land use change images 

表 2  土地利用预测精度对比 
Table 2  Comparison of prediction accuracy of land use change 

年份 土地利用类型 实际栅格数 预测栅格数 一致栅格数 正确率/% Kappa 系数 总体精度 

2008 

耕地 399228 423361 259209 64.93 

0.76 0.82 

园地 2496102 2496102 2008468 80.46 

林地 5626729 5626729 5267365 93.61 

草地 13413 8747 2901 21.63 

建设用地 7415100 7415100 6185636 83.42 

交通用地 1019569 1000102 724709 71.08 

水域 1442125 1442125 129870 83.89 

2014 

耕地 412068 412068 164764 39.98 

0.61 0.73 

园地 2069344 2309046 1201159 58.05 

林地 5677382 5677382 4628200 81.52 

草地 252104 12402 1488 0.59 

建设用地 8223289 8223306 6802943 82.73 

交通用地 921078 921078 346226 37.59 

水域 1180733 1180733 762164 64.55 

 
 

化, 地下交通的快速发展使得地面交通占地面积锐

减 , 基本农田改造工程增加了集中化的规模耕地 , 

再加上限制区内实际发生了土地类型转换, 产生一

定的误差, 因此对该时期的预测结果精度一般。 

李国珍[33]基于深圳市  6 个一级分类的地类, 利

用  2010 年数据预测  2015 年土地利用情况 , 精度验

证得到  Kappa 系数为  0.914 和建设用地的预测正确

率为 96%。将本文结果与该研究对照可以发现, 2010

年以来, 各类土地利用类型分布格局趋于稳定, 此

时模型对城市扩张格局的预测精度比较高。上述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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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验证结果还说明, 预测精度与预测地类数量和预

测阶段有关。由于快速城市化和土地规划的影响 , 

深圳的土地利用空间分布变化剧烈, 特别是交通用

地、耕地和草地 , 这些突变的用地变化(如破碎化

耕地和草地在空间上的突现和城市地下交通发展

等)影响着预测精度。但是 , 由于建设用地转换一

般具有不可逆性, 模型对预测城镇用地等用地类型

的扩张仍然具有很好的模拟效果。 

3.2 土地利用变化分析 
表  3 列举各土地利用类型的年平均动态度。可

以看出, 建设用地中的城镇用地和交通用地均呈现

增速放缓的趋势。在深圳市开展的一系列土地生态

环境建设政策下, 作为生态价值保护对象的林地和

水域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 水土流失和生境侵占的

情况得到有效的控制, 预计未来林地和水域面积的

减少可控制在  2%以内。在农用地中 , 耕地占比不

足  5%, 但是耕地变化非常剧烈, 整体上呈现快速下

滑的趋势。深圳市通过建立基本农田保护制度和划

定基本农田改造区来实现对农用地的管理。但是 , 

在高速城市化的背景下, 这种被动式的农用地管制

制度严重失灵 [34]。深圳实际人口增长规模超出预

期, 经济总量急剧扩大, 必然会加剧城市周边农用 

表 3  土地利用类型动态度 
Table 3  Dynamic change degree of multiple land use types 

土地利用类型
平均动态度/% 

2004—2008 年 2008—2014 年 2014—2025 年

耕地 −2.38 −0.14 −3.57 

园地 −3.61 −3.03 −2.97 

林地 −2.62 0.18 −0.91 

草地 0.00 >100 −5.03 

城镇用地 2.07 1.85 2.02 

交通用地 7.46 −0.19 2.45 

水域 0.10 −0.94 −1.54 

 
 
地与建设用地扩张之间的冲突, 耕地、园地和草地

的流失是必然结果。 

以  2014 年土地利用图为输入, 将  SD 模型预测

的  2025 年各土地利用类型数据作为  CA 模型的转移

矩阵输入, 得到  2025 年土地利用预测图。该模拟情

景不考虑政策和规划等的影响, 遵循当前的土地利

用变化趋势。图  7 综合对比  2004, 2008, 2014 和预

测的  2025 年土地利用格局空间变化。可以看出, 深

圳市整体土地利用结构基本上不变, 以建设用地和

林地为主, 但是各土地利用类型在数量和空间分布 

 

图 7  2004, 2008, 2014 和 2025 年土地利用空间格局 
Fig. 7  Spatial pattern of land use in 2004, 2008, 2014 and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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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存在明显的变化。其中最为明显的是, 建设用地

通过侵占园地和林地等呈现外延式扩张和连通, 且

这种趋势在逐渐增大, 2025 年建设用地将更加集聚, 

农用地类型分布更加破碎。 

在当前土地利用类型不变时, 预计  2014—2025

年期间, 耕地、园地、林地、草地和水域的面积减

幅 将 分 别 达到  39.26%, 32.72%, 10.06%, 55.3%和

16.93%。基于  ArcGIS 的交叉分析结果 , 可以发现

耕地减少的主要转化途径是变为城镇用地 , 园地、

草地和水域都不同程度地向城镇用地和交通用地转

变。城镇用地和交通用地的面积分别增加  186.74 和

29.86 km2, 总体占比分别提高  10%和  1.5%。其他用

地面积也大幅度减少, 主要转化为城镇用地, 表明

闲置土地紧张。为抑制城市无序扩张带来的土地粗

放利用, 进一步规范土地利用以及建设用地增长的

减量化仍是城市土地利用未来发展的任务。 

4 结论 

本文以快速城市化典型城市深圳为例, 使用未

来用地模拟(FLUS)模型中系统动力学(SD)与元胞自

动机(CA)耦合的研究方法 , 通过构建  SD 模型 , 模

拟土地利用类型在时间序列上的数量关系, 将预测

得到的  2025 年土地利用需求数据作为  CA 模型的预

测输入 , 开展土地利用格局空间变化的模拟和预

测。研究结果表明, SD-CA 耦合模型对追踪土地利

用数据时间序列和空间格局的动态变化有相对可靠

的解释能力。快速城市化导致农用地转向建设用

地, 预计  2014—2025 年期间耕地、园地、林地、草

地 和 水 域 面 积 减 幅 分 别 达 到  39.26%, 32.72%, 

10.06%, 55.3%和  16.93%; 建设用地连通性显著增

加, 总体占比超过  50%。未来城市人口的持续增长

和经济的高速发展无法通过现有的建设用地节约化

和集约化利用得到满足, 势必引起城市空间的继续

扩大。如何提高建设用地在供给紧张条件下的用地

保障能力, 协调城市用地的理性扩张, 是当前乃至

今后一段时期内需要关注的核心问题。 

土地利用模拟预测结果反映了快速城市化背景

下城市扩张的趋势和发展格局, 对城市土地资源的

管控具有预警意义。作为开展生态环境效应评价等

相关研究的基础工作, 土地利用变化过程和趋势预

测分析可以从不同视角为政府土地利用规划决策提

供科学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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